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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殷墟甲骨文是商代晚期商王室及其他商人贵族在龟甲、兽骨等占卜材料上记录与占卜
有关事项的文字，也包括少数刻在甲骨上的记事文字。 

  近百年前，1899年的秋季，山东潍坊的古董商范寿轩（维卿）带着一种特殊的“古
董”——一些沾满泥土的刻有文字的龟甲、兽骨，到北京求售于当时的国子监祭酒、金石

学家王懿荣[1]。这位范先生不会料到，他拿来的“古董”会使中国甚至世界学术界为之震
动。 

  1900年庚子事变，八国联军攻入北京，王懿荣殉国，他虽曾用重金搜求甲骨，并悉心

考察过甲骨，但未及留下有关的文字。稍后收藏甲骨的刘鹗受罗振玉的鼓动，在1903年出
版了第一部甲骨文著录书籍《铁云藏龟》，并在自序中正确地说明甲骨文乃是“殷人刀笔
文字”。由此，殷墟甲骨文为世人所知，并逐渐成为一些金石学家乐于收藏与研究的对
象，而对甲骨文进行研究也应从这一年开始。但甲骨出在安阳西北五里的小屯，由于古董

商的有意隐瞒，在较长时间内未被学界了解，直到1908年才被罗振玉查访清楚。1910年罗
振玉在该年出版的《殷商贞卜文字考》“自序”中指出，小屯甲骨“实为殷室王朝之遗
物”。自此，甲骨文的时代与性质已被认清，而安阳小屯的名字即与殷墟和甲骨文联系在
一起了。 

  殷墟甲骨文与敦煌文书，新疆、甘肃、内蒙等地的汉晋木简，内阁大库元明以来书籍

档册，被学术界视为19、20世纪之际中国学术史上的四大发现[2]，对中国学术界产生了巨
大而深远的影响。 

  甲骨文发现的重要意义之一，是证实了中国早期国家——商王国的存在。在殷墟甲骨
文发现以前，人们只能从有限的文献记载中知道历史上有个商王朝，而且这些文献无一是

成于商代的。最系统讲商史的是西汉司马迁所撰《史记·殷本纪》；即使连公认为保留了较

多商人语言的《尚书·盘庚》篇，其中亦多杂有西周时的词语，显然是在西周时期被改造过

的文章。由于文献奇缺，更缺乏同时代的文字史料，以至在本世纪20年代，著名学者胡适

仍主张“现在先把古史缩短二三千年，从诗三百篇做起”[3]。殷墟甲骨文的发现，将大量
的商人亲手书写、契刻的文字展现在学者面前，使商史与传说时代分离而进入历史时代。

特别是1917年王国维写了《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4]，证明《史记·殷本
纪》与《世本》所载殷王世系几乎皆可由卜辞资料印证，是基本可靠的。同时，他根据缀

合的两片卜辞（《殷墟卜辞后编》上8·14＋《戬寿堂所藏殷墟文字》1·10），发现上甲以
后几位先公之次序应是报乙、报丙、报丁，《史记》以报丁、报乙、报丙为序，是后世传
抄致讹。这篇著名的论文，无可辩驳地证明《殷本纪》所载商王朝是确实存在的。这不仅
是中国历史研究的一件大事，而且鉴于殷商文明在世界文明史上的重要地位，这一发现也
是世界历史研究中一件值得大书特书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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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骨文发现的重要意义之二，在于王国维用甲骨文证实了《殷本纪》的史料价值，使
《史记》之类历史文献有关中国古史记载的可信性增强，其意义不仅局限于商史。因为这
一发现促使史学家们想到，既然《殷本纪》中的商王世系基本可信，司马迁的《史记》也

确如刘向、扬雄所言是一部“实录”[5]，那么司马迁在《夏本纪》中所记录的夏王朝与夏

王世系也恐非是向壁虚构。特别是在20年代疑古思潮流行时期，甲骨文资料证实了《殷本
纪》与《世本》的可靠程度，也使历史学家开始摆脱困惑，对古典文献的可靠性恢复了信
心。 

  殷墟甲骨文发现的重要意义之三，是引发了震撼中外学术界的殷墟发掘。“五四”运
动促使中国的历史学界发生两大变化，一是提倡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古史辨派对一切
经不住史证的旧史学的无情批判，“使人痛感到中国古史上科学的考古资料的极端贫

乏”。二是历史唯物主义在史学界产生巨大影响[6]。1925年王国维在清华国学研究院讲授
《古史新证》，力倡“二重证据法”，亦使中国历史学研究者开始重视地下出土的新材

料。这些历史因素对近代考古学在中国的兴起起了催生作用。1927年秋，前中央研究院历

史语言研究所开始发掘殷墟，其最初的目的乃是为了继续在此地寻找甲骨[7]。当李济主持
第二次发掘时，已开始从主要寻找甲骨变成对整个遗址所有遗存的科学发掘，认识到“凡
是经过人工的、埋在地下的资料，不管它是否有文字，都可以作研究人类历史的资料”

[8]。并从而取得以后14次发掘的重大收获，所以可以说，正是甲骨文的发现揭开了中国现
代考古学的序幕。 

  殷墟甲骨文发现的重要意义之四，是大大加速了对传统的中国文字学的改造。汉代以
后中国的文字学家崇尚许慎的《说文解字》，文字学主要是《说文》学；但由于北宋以来
金石学的发展，特别是对金文的研究，已不断地用商周古文字对《说文》的文字学进行补
充。到了清代，在乾嘉学风的影响下，对金石学的研究进一步深入，使《说文》的权威性

受到了较大的冲击。光绪九年（1883年）刊行的吴大澂《说文古籀补》以金文资料充实、
修订《说文》，为中国文字学向近现代文字学发展搭起了一座桥梁。甲骨文的发现更提供
了汉字的早期形式，其构成离小篆甚远，多有象形、会意文字，令当时学者眼界大开。
《说文》以小篆为本解释字原的理论与其整个文字系统皆难以维持，从而使“许学最后的

壁垒也被冲破了”，从此“中国文字学就到了一个新的时期”[9]。 

   二 

  自甲骨文被发现迄今，殷墟出土的有刻辞的甲骨约有十五万片之多[10]。其中属考古
发掘出土的近三万四千片。 

  正如王国维所言：“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11]随着甲骨的不断出土，
甲骨文资料的陆续增加，使研究甲骨文成为专门的学问，在学术界通称为“甲骨学”。甲
骨学除了从古文字学角度考释甲骨文字，从考古学角度研究甲骨的分期、断代与卜用甲骨

的整治外，也包括利用甲骨文来研究商代的历史与文化。截止到80年代末，国内外已出版

的各种甲骨文著录书籍已达80余种[12]。其中私人编辑、年代较早的，最有名的有罗振玉

在本世纪20年代以前刊行的《殷虚书契》（后通称《前编》）、《殷墟书契后编》、《殷

墟书契菁华》等，收入了罗氏倾其全力收集的甲骨文拓本。30年代后，重要的私人编辑的

甲骨文著录书有郭沫若《卜辞通纂》（1933年）、《殷契粹编》（1937年），后者收入了
著名收藏家刘体智的藏品。容庚、商承祚等著名古文字学家也将他们从公私选拓的甲骨文

编撰出版[13]。40年代至50年代初，胡厚宣先生在动荡的社会环境中为搜访甲骨文资料，

辛勤奔波于南北各地，编著出版了一系列重要的甲骨文著录书籍[14]。今日，年轻一代的
甲骨文研究者在利用上述甲骨文资料时，都会从心中感受到老一辈学者们为保存珍贵的甲
骨文资料所做工作之艰辛，并由此对他们产生由衷的敬意。 

  以上著录书所刊布的皆是本世纪上半叶中由私人以非科学手段挖掘出土的甲骨，虽有
文字史料价值，但多失去原出土地点与层位，无法利用它们采取考古学方法作分期、断代

的研究。迄今考古发掘的甲骨文资料除去1991年花园庄东地出土的甲骨正在整理外，余均

已全部公布。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至9次发掘殷墟所获甲骨收入《殷墟文字甲

编》，于1948年出版。第13至15次发掘所获则收入《殷墟文字乙编》，分上、中、下三

辑，在1948年至1953年期间出版。甲乙二编，每片甲骨均附发掘次数、原登记号，但《甲
编》未注明坑位号，《乙编》附列坑位号。所以《乙编》的编撰体例较好，将考古发掘的

优点体现了出来。甲乙二编共收甲骨13047片，囊括了前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发掘出土甲骨

中全部重要者，二书均由董作宾编著。1957年至1972年期间，张秉权所编著之《殷墟文字
丙编》分三辑出版，将《乙编》所刊甲骨拼对复原，并附有详细的考证。 



  197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在小屯南地发掘的甲骨，则在1980年、1983年以《小
屯南地甲骨》为名分上册（含二分册）、下册（含三分册）刊布。每片甲骨拓片均注明考
古发掘单位（灰坑、房基址、墓葬）、原出土顺序号，而且标明层位关系。比起《乙编》
来，由于在发掘中注重了甲骨层叠压关系及与甲骨同出的有助于断代的陶器形制特征，所
以著录水平有提高，更便于根据甲骨出土的层位关系探讨甲骨的断代。特别值得提出的是
在本书上册后，附有不清晰的甲骨摹本与有关这批甲骨钻凿形态的资料及研究成果。可以
说此书在已出版的甲骨文著录书中体例最为完善。 

  迄今为止工程最大，成绩最为卓著的著录书是《甲骨文合集》（下简称《合集》）。

此书由郭沫若主编，胡厚宣任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先秦史研究室为编此书用了20多年的
时间，集中了国内外百余种书刊中所发表的甲骨文资料，寻访了全国百多个单位及私人藏

品，去重、辨伪、缀合，并作了分期、分类整理的工作。全书自1978年陆续出版，至1983
年共出13册，收录甲骨41956片。此书的特点是全书按通行的董作宾五期分法编排，将甲
骨学家有意见分歧的甲骨文单作一册附于一期后，非常便于研究者利用。另外在同期下采
取按内容分类的方法，这种编排有利于专题研究，突出了史学研究的性质，同时也使大量
内容相近同的卜辞（如卜田猎、卜休咎、卜天气等内容的卜辞）聚合在一起，适应了卜辞
本身的特点。当然这样编排也存在问题，如一大版卜辞上内容极庞杂，如果只将其中一条
卜辞内容视为重要，归入某类中，则同版其余卜辞便没有突出出来，而这些卜辞从另外角
度看也是很重要的。所以研究者在利用《合集》搜集资料时必须利用有关的工具书（如姚

孝遂、肖丁主编的《殷墟甲骨刻辞类纂》[15]）去检索，不能单纯依赖于现有的分类。
《合集》虽堪称为集大成的著作，但仍不免有所遗漏，甚至是较重要的辞条。此点，裘锡

圭先生在《评〈殷墟甲骨刻辞类纂〉（上）》[16]中已举出若干例子。除以上美中不足
外，在甲骨卜辞分组上也有些问题，如将被一些学者称为“非王卜辞”的几种卜辞单列在
一期后，其中乙一、乙二、丙一与“非王卜辞”的分组大致吻合，但亦有少数不合宜者，

而丙二中的问题尤多[17]。 

  应该指出的是，国外收藏的甲骨数目很可观，据胡厚宣先生统计，至1984年已知国外

有12个国家和地区共收藏了甲骨26700片。而国外出版的甲骨文著录书亦相当多[18]，这
是因为在本世纪初即已有外国在华的人士（主要是传教士）热衷于购藏甲骨，使殷墟甲骨
很快地流散于欧美与日本，并引起外国汉学家及其他对中国文化怀有兴趣的学人的关注，
甲骨学也随之成为一门国际性的学问。 

  早在殷墟甲骨被学者发现的第二年，即1900年，居于山东青州的英国浸礼会代表库寿

龄(S.Couling)即已开始购买甲骨，成为最早收藏甲骨的外国人。1903年至1908年期间，库

寿龄与居于山东潍县的友人、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士方法敛(Frank H. Chalfart)共同收集一批

甲骨。1908年英国驻华外交官金璋(Hopkins)也曾从方法敛手中购得甲骨。库、方二氏与金
璋所收集的甲骨，后来分别归于美、英的几家博物馆与图书馆，其中大部分已经陆续著录

出版[19]。近年来，关于美、英、法诸国所藏甲骨皆有新的著录书籍出版[20]。特别是由

李学勤、齐文心、艾兰〔英国〕所纂辑的《英国所藏甲骨集》[21]，不仅包括库、方二氏

与金璋旧藏甲骨的墨拓，而且收入了不少过去未曾著录的甲骨刻辞，其中2674片所谓“家
谱刻辞”还有正反两面彩色照片，为学界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加拿大甲骨收藏家与研究者明义士(James M.Menzies)是长老会传教士，1914年被派驻

安阳，故有机会搜求到更多的甲骨。早在1917年他即在上海以石印方法刊行了著录其藏品
的《殷墟卜辞》一书，成为欧美学者出版的第一部甲骨著录书。明义士收藏的甲骨数达五
万片，多数留在中国国内，余存于加拿大多伦多皇家安大略博物馆。在加部分已著录发表

[22]。安大略博物馆还收藏有怀履光(W.C. White)在开封购藏的甲骨[23]，从而使在加的甲

骨数量达约8700余片，仅次于日本。 

  三四十年代时流入日本的甲骨甚多，据胡厚宣先生统计，现藏日本公私收藏家的甲骨

约有12400余片[24]，是国外收藏甲骨最多的国家。1921年，日本林泰辅编纂出版了《龟
甲兽骨文字》两卷，是首部甲骨文著录书。此后公私家所编甲骨文著录书出版有多部，如

贝塚茂树、伊藤道治所编纂的《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藏甲骨文字》（图版篇，1959
年；本文篇即释文，1960年），按期排列，同一期下又分类，并附有释文，在当时是已出

版的甲骨著录书中体例最完备的一部。1983年出版的松丸道雄编纂之《东京大学东洋文化
研究所藏甲骨文字》所著录甲骨，每片均同时刊载正、背面拓片与照片，在著录方法上较
先进。 
  除上述国家外，其他如德国、瑞士、前苏联及韩国、新加坡等也都存有少数甲骨，多
数亦已被著录出版。可以说经过国内外研究甲骨文学者八九十年的努力，已出土的殷墟甲



骨绝大多数已发表公布，从而为甲骨文的科学研究工作提供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 

   三 

  1904年是《铁云藏龟》刊行的第二年，当多数文史学家对这本石印书上细小古怪的文
字还只是觉得非常新奇，而少数学者（其中有的是声名遐迩的文学学家，如章炳麟）则抱
着怀疑甚至否定态度时，被学界公认是晚清最杰出经史学家的孙诒让却已经写成了第一部

研究甲骨文的专书《契文举例》[25]，他已受到近代新学的影响，学术上较少保守习气，
故能在古文字学上作出承前启后的贡献。 

  90余年来的甲骨文研究是从多角度、多层次进行的，从今天的研究水平来回顾以往的
研究情况，似可从以下几方面概括其主要成果： 

  （一）甲骨文字的考释 

  甲骨文研究最根本性的工作是尽可能多地认识这种文字。孙诒让的《契文举例》只是

根据《铁云藏龟》所载甲骨文来作研究，所释读的甲骨文有100多字是正确的，如干支中
的大部分以及一些重要的名、动词。所以在甲骨文识读上他有筚路蓝缕之功。但孙氏未能
释出“王”字，以“王”为“立”，又将“贞”读为“贝”，因此他未能通过识读甲骨文
字来正确地说明甲骨文的性质。 

  甲骨文字考释在孙氏后有一个飞跃，造成这一飞跃的是罗振玉，他在1914年刊行的

《殷墟书契考释》中释出人、地名外的甲骨文字485个，至1927年出版的增订本中已增加

到571字。郭沫若曾盛赞本书之成绩，言此书“使甲骨文字之学蔚然成一巨观”[26]。罗氏
有极好的金石学修养，尤熟识金文，因此他能在文字的考释时不仅联系金文，而且注意紧
密结合卜辞本身的释读，更多地注意文通义顺，同时已开始注重对甲骨文字作偏旁分析，
所以他在考释文字中所采用的方法是较进步的，他的一些做法对后来的甲骨学家们有很大
的启发作用。 

  罗氏的成绩在于释读了卜辞中一些常见的字，因而使甲骨文已大致可读，但要真正读
懂卜辞就必须识读一些构造复杂而不易与金文作直接对比的文字。而要做到这一步，仅依
靠小学与金石学的功底是不够的，必须要有更为科学的研究方法，这一任务自然即落到在
中国文字学上有新见识、新的科学的文字学理论素养的学者身上。在三四十年代的古文字
学学者中，唐兰与于省吾是最具典范性的。２ 

  1934年唐兰在北京大学讲授甲骨文字，其方法是将自己做过精细考释的74个字一一作

分析[27]。其中最为学者熟悉的、成功的考释如“释屯”、“释秋”、“释＠③（艰）”
等。在对这些难字作具体考释过程中，他实践了自己在另一古文字学理论性著作《古文字

学导论》[28]中所提出的考释古文字的三种科学方法，即对照法（与其它时代文字形体比
较）、推勘法（将有关辞例与文献辞句相印证）、偏旁分析法。进一步建立了甲骨文字与
其它古文字的科学的研究方法。 

  40年代前半叶，于省吾刊行了他的《双剑＠④殷契骈枝》初、续、三编，共三册，考

释了甲骨文字、词98个。他严格遵循释通一个古文字必须兼顾形音义三要素的原则，而且
“注意每个字和同时代其它字的横的关系，以及它们在不同时代的发生、发展和变化的纵

的关系”[29]，每考一字又必详举有关辞例，使其结论在辞例中未有阻滞。他所考出的

“屯”、“气”、“岁”等字已为不易之论。1979年中华书局出版于氏的《甲骨文字释

林》，以极谨慎的态度将以上三书所考文字作了精选，只保留了54个字词。书中还收入了
他在五六十年代所取得的新收获，如对甲骨文中表示农作物名称的文字所作精细的辨析
等。在本书中他还提出了关于“独体象形字”的理论，认为甲骨文中有一些象形字本身即
带有３声符，与后世形声字不同，这是前人未曾提出过的创见。 

  50年代以来，继续致力于甲骨文字考释并作出突出成绩的学者有张政ｌǎｎｇ＠⑤、裘

锡圭等。张政ｌǎｎｇ＠⑤作为一名历史学家，对先秦古文字与两汉简牍、帛书、石刻文字
均极熟谙，在做字形比较时得心应手。他将功夫下在那些与商代社会历史研究有极密切关
系的文字上，一字识破，往往会使数条卜辞得以读通。如他的《卜辞裒田及其相关诸问

题》[30]一文释甲骨文中与众人农作有关的字“＠⑥”为裒，认为裒从臼，臼亦声，有刨
土、捧土二义，但以刨土之义为主，裒田即开荒造新田；同文并考释了其它一些疑难文
字，并由裒字之释论及裒田之制度，进而引申到对商代生产关系、阶级关系、社会组织等
重要问题的探讨。尽管学者间对这个字还有不同读法，但这篇文章分析字形之严谨，考查



音韵之平允，特别是联系辞例解释字义时的旁征博引，都将甲骨文字研究置于一个更高更
新的层次。裘锡圭的甲骨文字考证在方法上与张政ｌǎｎｇ＠⑤有许多共同处，特别是也重
在攻克一些难度较大而且对商史研究至关重要的甲骨文字，而考释的结果多被学者们认

同，创获尤多。自60年代初发表《说甲骨文中的“五刑”》[31]，到90年代，已发表的考

释文章有数十篇，每出一文必有新见[32]。 

  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几代甲骨学者的持续钻研，迄今已发现的5000余个殷墟甲骨文字

中，已有1000多个字被识出，且获公认。这1000多个字虽只占一小半，但多属与理解文义
有关的较重要的字，从而使多数卜辞的文义能够被了解或大致读懂。 

  在殷墟甲骨文字考释成绩方面，还应提到有关的重要工具书的出版。 

  这方面的工具书主要有两种类型。第一种是仅列举字形，不附考释，重在字形检索。

例如1920年王襄编著的《ｆǔ＠⑦室殷契类纂》（1929年出增订本），可称第一部甲骨文

字典。重订本正编收957字，超过罗振玉《殷墟书契考释》380多字，每一字后皆附原辞，
且除“正编”外还另设“存疑卷”，收尚不能确识的字，另有“待考”收不识之字。这种

做法常为后世古文字字典仿效。其缺点是未注明所引字的原辞出处。1934年孙海波所编纂
之《甲骨文编》由哈佛燕京学社印出，比王襄《类纂》进步的是已在每字下标明出处，字

形皆从原著录书上摹写，较为准确。1965年此书出了增订本，“正编”收字达1723字，

“附录”达2949字，在文字释读上更吸取了许多新的研究成果，是一本应用非常方便的甲
骨文字典。但此书编纂不够精细，有不少摹写的错误，包括一字分为二或二字合一，或因

增减笔划而变形等情况，所引卜辞原文亦有的不准确[33]。1959年台湾艺文印书馆曾出版
了金祥恒的《续甲骨文编》。 

  有关甲骨文字考释的第二类工具书是集释型的。不仅开列字形，而且于每一字详列诸

家解说，故极方便于研究。此类书较早的是李孝定的《甲骨文字集释》[34]。此书据《甲
骨文编》、《续甲骨文编》所收甲骨文字辑成，对每一个字引用诸家考释，并加作者按
语，评价外亦有自己新见。这不仅有利于初学者，而且对于甲骨文专家学者也是必备之

书。不足之处在于所收资料未能涵盖1949年以后大陆地区学者的新说。1993年日本东京大

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出版了松丸道雄与高＠⑧谦一合作编纂的《甲骨文字字释综览》（实际

问世是1995年初）。其特点是每一甲骨文字均摹写原篆，备列截止于1988年底（个别至

1989年）的诸家字释，书后详附文献出处。所收诸家解说细到发表于各刊物上的论文，凡

此期间重要的有代表性的论著均收入其内。其贡献应充分肯定。1996年11月中华书局出版

了于省吾主编的《甲骨文字诂林》4册，编纂亦历经10余年，因晚出，故所收诸家见解较
齐备。 

  亦与甲骨文字考释有关但重在检索甲骨刻辞内涵的工具书，有日本汲古书院1967年出
版的岛邦男《殷墟卜辞综类》，在字头下收录有关刻辞，相当于一套甲骨卡片，特别是成

功地编制了符合甲骨文字构造体系的部首表。1989年中华书局出版了姚孝遂、肖丁主编的
《殷墟甲骨刻辞类纂》，体例仿《综类》，内容以《甲骨文合集》等书为依据，比《综
类》更丰富亦更严谨。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的《甲骨文通检》（饶宗颐主编，沈
建华编辑）又开创了按甲骨文专题分类检索的新体例，已陆续出版了四分册，即先公、先

王、先妣、贞人（1989年），地名（1992年），天象（1993年），田猎（1995年），第
五册职官人物即出，第六册祭祀尚在排印中。这套工具书对今后深入进行甲骨文专题性研
究极有裨益，于资料建设方面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二）甲骨刻辞的分类与断代 

  《史记·殷本纪》正义引《竹书纪年》曰：“自盘庚迁殷，至纣之灭，二百七十三年，
更不徙都。”安阳殷墟正是此时期内商都所在。在这里出土的以商王室卜辞为主的甲骨刻

辞按理说亦应持续存在于上述200多年的时间内。此间商王朝共存在8世12王，显然，为了
深入研究商史，了解商代社会的发展变化之真情，便不能将分属不同时期的甲骨刻辞囫囵
使用，必须先作甲骨刻辞的断代工作，使之真正成为科学的史料。 

  在殷墟甲骨刻辞发现后最初的二三十年中，释字尚为研究者们主要的目标，1917年当
王国维的名著《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发表时，他已参考罗振玉的见解，提出了以称

谓定王世的办法，并依此法推断了武丁、祖甲卜辞。1928年加拿大籍传教士明义士在其所
纂《殷墟卜辞后编》的序言中已不仅采用称谓定时代，而且注意到不同时代的字体特征。
其独到处是将后来被董作宾定为四期的武乙、文丁卜辞（即现所称“历组卜辞”）断为武



丁或祖庚、祖甲时代[35]。此阶段虽已有分期的初步尝试，但还没有分类的概念。所谓分
类是将甲骨卜辞按某一（或几项）标准划分为若干组类，然后在分类基础上确定每一类卜
辞主要存在的时代，亦即断代。 

  称谓是卜辞断代的重要标准，但称谓在多数卜辞中不存在，且有异代同称之情况；而
字体（指字形结构、书体）虽可用来作分类标准，但标准不特别明朗，字体的差异在不少
情况下要靠对卜辞文字特征的熟悉来体会，操作性较差。这就需再寻找一种涵盖性较强的
分类与断代的标准，在这个关键问题的解决上做出贡献的是董作宾。 

  1929年殷墟第三次发掘时，在小屯北地“大连坑”南端发现四版比较完整的大龟甲，
皆是卜旬卜辞，每句卜辞中“某某日”卜后、“贞”字前一字有多种，董作宾否定了此字

为地名的可能，明确提出“贞”字前一字是“卜问命龟之人”，他称之为“贞人”[36]。
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发现。显然，凡见于同版的贞人必曾同时活动过，其年龄不会相差太
远。那么如果其中一个或几个贞人可由同版卜辞中的称谓知其时代，则见于同版的贞人都

必当属于同一时代或相差不远。在此种研究的基础上，1933年董作宾发表了著名的论文
《甲骨文断代研究例》，提出了“贞人集团”的概念，将见于同版、相互系联的曾在同一
时期活动的贞人称为一个集团；并具体举出武丁（即第一期）、第二期（祖庚、祖甲）、
第三期（廪辛、康丁）的贞人集团构成，同时提出“不录贞人的时期”（指第四期，第五
期大部分卜辞亦不录贞人）与“王亲卜贞的时期”（第五期较多），从而确定了他的五期

说[37]。董作宾在这篇论文中还提出了除以上所提到的世系、称谓、“贞人”外的其他七
项断代标准，即坑位、方国、人物、事类、文法、字形、书体，但这些标准的内容多是在
五期已划分出来后，对各期卜辞特征的归纳。在实际运用中，对于无贞人、无称谓（或有
称谓而不明朗）的卜辞，可以借鉴有贞人卜辞的文字（字形、书体）与文法特征等来断
代。 

  现在看来，董作宾的五期说尚有不少需修正处，如径将王世、期别与贞人集团相统
一，似乎全是“一朝天子一朝臣”，这并不符合实际，如董氏定为一期的贞人有的可能已

进入祖庚时期，即他所定的二期。另如他所定的10项标准中之坑位实际只是甲骨出土的坑
号与其具体地点，并非考古发掘中甲骨出土的灰坑之地层关系、坑内堆积情况及甲骨共存
关系等。 

  董氏的五期说提出后，很长时间内为研究者们普遍接受，直到今日，一些大型的甲骨
文著录书中仍采用董氏的五期分法。 

  1956年科学出版社出版了陈梦家的《殷墟卜辞综述》，书中专辟两章论述甲骨文断
代。陈氏的新贡献主要似有以下几点： 

  1.将董氏“贞人集团”这一虽有以贞人分类意图，但在字义上侧重于贞人关系的概念
发展为“组”，如将董氏提出的一期、二期、三期的贞人集团分别称为“宾组”、“出
组”、“何组”（明确为廪辛时期），虽仍是讲贞人（陈氏称“卜人”）的组合，但在同
文中已提出了“宾组卜辞”、“何组卜辞”的概念，从而进一步靠近了以贞人作为卜辞分
类主要依据的观念与做法。 

  2.在董氏所提出的几组“贞人集团”的贞人外，又检出了＠⑨组、子组、午组贞人，

并明确分出了“＠⑨组卜辞”、“子组卜辞”、“午组卜辞”；同时将董氏在《〈殷墟文
字乙编〉序》中定为四期文武丁卜辞的子、＠⑨、午组卜辞划定在武丁时代（武丁晚

期）。日本的贝塚茂树、伊藤道治在1953年发表的论文中亦将＠⑨组、子组卜辞定为武丁

时代[38]。陈氏是在独立研究后才看到日本学者文章的。 

  3.在他认定的武乙、文丁卜辞中检出了贞人“历”。 

  陈氏在《殷墟卜辞综述》中提出的以贞人组分划卜辞类型的做法，为进一步更科学地
在分类（分组）基础上作卜辞断代工作打下了一个基础。同时他在确定子、＠⑨组卜辞时
代时已注意坑位情况（堆积状况及卜辞共存关系），运用田野考古方法，这对后人也是有
启示意义的。陈氏断代工作的遗憾是，他仍称“武丁宾组卜人”、“祖庚、祖甲出组卜
人”、“廪辛何组卜人”，虽有很好的分类研究方法，但仍把贞人组与一二个王世共始
终，把分类与王世、分期混一了。因为同一类卜辞未必仅存在一个（或两个）王世，一个
王世也可能会并存不同类的卜辞。 

  殷墟卜辞的分期断代研究在陈梦家所作工作之后最重要的进展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

是对＠⑨组与子组、午组卜辞时代的进一步论证。1979年林ｙúｎ＠⑩《从子卜辞试论商



代家族形态》[39]一文发表，根据子卜辞（含陈氏子组、午组卜辞）与宾、＠⑨组同版关
系、同坑现象及子卜辞出土时的地层关系，进一步肯定了陈氏的子、午组卜辞属于武丁时

代。1973年小屯南地发掘，在T53(4A)层中发现7片刻有＠⑨组卜辞的卜甲，而根据T53
(4A)层在遗址里的层位关系，可知其相当于小屯南地早期偏晚，属武丁时代晚期，由此证

明了＠⑨组卜辞的时代不晚于武丁晚期[40]。 

  分期断代研究另一重要进展是“历组卜辞”概念的提出与对其所属年代的研究。1977
年在讨论殷墟5号墓（即妇好墓）的年代问题时，李学勤提出了“历组卜辞”的概念（即董

作宾所定四期武乙、文丁卜辞）[41]，并从文字特征、文例、人物、贞卜事类、称谓及与
出组卜辞有共版关系诸方面论证了历组卜辞非武乙、文丁卜辞，而应是武丁晚年至祖庚时

代的卜辞[42]。这一见解，无疑是对董氏五期分法所作重大修正。与此同时，李学勤还提
出了“无名组”（即没有贞人名的卜辞）、“黄组”（主要是指董氏五期卜辞，有贞人黄

及其两位贞人，依字体相近同而共组）的概念。这样即将殷墟王卜辞分成了7组。“无名
组”虽未有贞人，但仍是以贞人作为分组出发点的。至此，殷墟甲骨文的分类已较完整形
成按贞人组分类的构架。 
  历组卜辞如提到武丁至祖庚时期，则又必须要解释一个问题，即为何在这段时期内会

同时有宾组、出组、历组等几类卜辞。于是1984年李氏继续提出了殷墟甲骨分期的两系统

说，即一个系统是宾组一出组一何组一黄组，另一个系统是＠⑨组一历组一无名组[43]。
对于“历组卜辞”时代的新说，现存在两种意见，一种是基本赞同，但认为尚需作更科学

的解释与补充；另一种则持反对意见。两种意见展开了较激烈的争论。1981年裘锡圭发表

论文[44]，认为历组卜辞按称谓可细分为“父乙类”、“父丁类”，并举出数例说明历组
卜辞与宾组及出组早期有许多占卜事项及人名重复相合，支持了历组为武丁晚年至祖庚时
期卜辞的观点。甲骨卜辞中固然有异代同名情况，但隔上几个王世占卜事项仍多相合、人

名亦过多相合总是难以解释的，所以裘文是相当有力量的。1984年林ｙúｎ＠⑩著文[45]
按字体将历组卜辞分为两类，同时按型式学原则依卜辞字体及其演变对全部卜辞作了更细
致的分类，提出了诸如“＠⑨历间组”、“＠⑨宾间组”的概念（这实际上是以贞人分类
与以字体分类两种原则的综合使用），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对两系统说作了更加细致的表
述。 

  1991年黄天树《殷墟王卜辞的分类与断代》（文津出版社）出版，1994年彭裕商《殷
墟甲骨断代》（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二书皆是博士论文，均支持两系统说，同时
不同程度地对此说作了更具体的解释、发挥与修正。 

  以上赞同历组卜辞时代提前并持两系统说的学者，在按贞人分类的总原则下都又进一
步按字体趋势探讨某几类间的发展过程，建立像“＠⑨宾间组”、“＠⑨历间组”的概
念，实际上是肯定诸如＠⑨组与宾组间、＠⑨组与历组间必定存在着兼有两组字体特征的
卜辞，认为书体也有类似于古器物诸式间存在的渐次形变的规律。这当然是有道理的，但
由于在实际检查卜辞时，找出类之间过渡的“组”基本上是依靠观察字形特征与书体风格
的感受，故而确实有标准不尽严格与难以掌握的问题。因此，不赞同历组属于武丁晚年至

祖庚时代因而也不同意两系统说的学者对按字体分组表示了否定意见[46]。坚持历组卜辞

仍应属于武乙、文丁时代的学者还有一个主要的根据，就是1973年小屯南地发掘获得的地

层关系资料，即历组卜辞中有“父丁”称谓的一类（林ｙúｎ＠⑩所谓“历组二类”），皆

出于中期第一段（屯南第3段）至晚期地层，未见于早期地层；而历组卜辞中有“父乙”称

谓的一类（即林ｙúｎ＠⑩所谓“历组一类”）皆出于中期第二段（屯南第4段）至晚期地

层[47]。 

  迄今为止，对于历组卜辞所属年代范围，研究者间尚有不少分歧，然而历组年代应提
前的说法及相关的卜辞两系说毕竟是建立在对历组卜辞内涵深刻考察基础上的。这个问题
的提出与争论极大地促进了卜辞分类与断代研究的理论水平的提高。 

  近年来卜辞断代研究在以下几个问题上也有新成果。其一，是关于无名组卜辞时代的

问题。林ｙúｎ＠⑩有论文将无名组中有“父丁”称谓的卜辞按字体分为两大类，第一类近
于历组二类（林文称之为“历无名间组”），属祖甲时代。第二类与历组区别较大，按字

体又可分两群，上起康丁下延至武乙[48]。黄天树著作则将林文第一类称为“历无名间
类”，认为，应在祖甲晚至武乙间，无名类（即无名组）的时代则是在康丁至文丁间。其
二，是现已见甲骨卜辞中有无比武丁时期更早的卜辞。＠⑨组大字卜辞（扶卜辞）字形比
较原始，学者们推测武丁以前甲骨当与之接近，然苦无根据。曾有学者认为压在小屯北地
丙组基址下的＠⑨组大字卜辞无“父乙”、“母庚”而有“兄戊”（＠⑨组有“父戊”）

称谓，可能是武丁以前的卜辞[49]。黄天树、彭裕商著作中均已指出《合集》20017“兄



戊”、“父戊”见于同版，而＠⑨组大字类卜辞是否确可早到武丁前尚未有明确证据

[50]。其三，是帝辛卜辞是否存在。这个问题多年来未能搞清。30年代郭沫若在撰写《卜

辞通纂》时于“自序”中提出帝乙末年曾迁ｍèｉ＠(11)，故安阳没有帝辛卜辞[51]。40年
代董作宾在《殷历谱》中曾举三事以证帝辛卜辞存在：即周祭卜辞有两个系统，必分隶于

帝乙、帝辛；史载纣伐东夷，所以伐人方卜辞必为帝辛时物；《殷墟书契》1·26·1“父乙”

是帝辛周祭帝乙卜辞。50年代陈梦家撰《殷墟卜辞综述》不以郭氏之说为然，认为据《史
记》张守节正义，殷末时扩大都邑，安阳至帝辛时仍是都邑。并举周祭“妣癸”的例子，
认为是帝辛称文丁之配，卜辞中“文武帝”之称是帝辛称其父帝乙。至于“妣癸”之称，

至今学者意见不一，或认为可能是武乙配[52]，或以为是文丁配[53]。如是前者，则“妣
癸”之称属帝乙、帝辛皆可能；如是后者，则“妣癸”之称只能属帝辛。值得注意的是，

1987年常玉芝在《商代周祭制度》一书中指出黄组卜辞中的周祭实际上有三个系统[54]，
这三个系统自然有可能分属文丁、帝乙、帝辛，这对证明帝辛卜辞的存在是非常重要的。 

  （三）甲骨出土地点及其与殷墟建筑基址关系的考察 

  1935年，董作宾在《甲骨文断代研究例》一文中指出：小屯村北主要出其所分的一、
二、五期卜辞，村中及村南主要出三、四期卜辞。后来陈梦家在《殷墟卜辞综述》中将甲
骨出土地与殷墟遗址布局联系起来，对甲骨出土地点分布的背景作推测，指出卜骨集中出
土于小屯北地、村南侯家庄，而小屯北地、南地“乃国都和宗庙所在”，侯家庄南地为居
址与葬地。“由此可知那些有意储积甲骨的处所，往往是王朝所在地，而甲骨、卜官所居
与卜府所在是有着密切联系的。”这段话正确地说明了甲骨所以在这些地点出土是因为这
些宫室、宗庙所在与占卜有直接关系。陈氏还在书中具体分析了殷墟发掘出土的甲骨各
类、组在遗址中分布的情况。 

  殷墟发掘出土的甲骨之坑位情况，长期未有详细报告。1986年石璋如所著《小屯·遗址

的发现与发掘：丁编》（甲骨坑层之一）在台北出版，公布了1至9次甲骨（收入《殷墟文
字甲编》出土的详细记录，书中的甲骨遵从董氏五期分法分期。如果按现在通常采用的分
组名称，则此书所公布的诸组卜辞在殷墟小屯遗址中的出土情况大致是：＠⑨组广泛出土
于村北与村中、村南；宾、出、黄组主要出土于村北甲、乙组基址区；何组主要出在乙组
“大连坑”及附近，少数出于甲组基址区；历组、无名组集中出于村中、村南；子、午组
出于乙组基址区南部。 

  第13次发掘亦是在村北乙组基址区，包括著名的YH127坑，此次所出甲骨除宾组外，

有子组、午组（收入《殷墟文字乙编》）。1973年小屯南地甲骨发掘，所出也是以历组、

无名组卜辞为最多，有少量＠⑨组及午组卜辞，其它罕见。对于小屯村北、村中、村南所
出卜辞在类组上的上述差别如何解释，显然是一个不仅涉及各组卜辞的年代与相互关系的
问题，而且也涉及殷墟遗址中与卜辞相联系的建筑基址性质的问题。 

  持甲骨发展两系说的学者，对不同组甲骨出土坑位分布上的差异用甲骨分两系独自发
展的理由作了解释，将主要出于村北的称为“村北系”，反之为“村南系”，而较广泛分

布于村南、北的＠⑨组则被认为是两系的共同起源[55]。“持不同卜法的人将他们所卜的
甲骨分别集中在他们居息之所，有的藏储起来，有的倾倒在窖穴里后，就造成两系甲骨出

土坑位的差异。”[56]这种说法可作为一种解释，但存在的问题是：历、无名组分布较集
中于村南、村中，但其他村北诸组甲骨多零散分布于甲、乙组建筑区，难道这些有可能是
宗庙性质的建筑也是贞人“居憩所”？这个问题下文还要提到。 

  石璋如近年来发表论文，由卜辞出土地点及其内涵探讨殷墟建筑基址的性质。他在

《扶片的考古学分析》（上、下）[57]中提出：“‘扶坑’（按：即出有贞人扶的卜辞的
坑）‘的位置，似与宗庙或祭坛有关。”他统计甲、乙、丙、村南四基址区出“扶片”的
坑中所出贞人数量在各期的变化（从董氏五期说），以推测各组基址兴盛与没落的时间。
但所举仅限于少数有“扶片”的坑，以其中贞人数量变化来推测整组基址的兴废情况似不

够全面。石氏在另一篇论文《殷墟的穴窖坑层与甲骨断代二例》[58]中，认为小屯北地东

北的E16坑内所以多有宾组卜辞，是因为“接近当时的实力中心”，而乙一基址建筑于祖

庚、祖甲时期[59]，故二、三期卜辞集中出于与乙一基址相邻的大连坑中。这种看法实际
是认为某一时期贞人活动最集中的地方与同时期甲骨出土最多的地方，也是当时宗庙祭祀
活动的中心地区。尽管甲骨出土地点与建筑基址间的关系较复杂，而且甲骨在坑内的堆积
情况也还有许多至今尚不能完全搞懂的地方，但将甲骨出土地点与建筑基址的性质作如上
综合考虑的思路还是非常有启发性的。 

  （四）甲骨整治、占卜术与卜辞命辞性质的探讨 



  1956年出版的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专用一节讨论“甲骨的整治与书刻”，其中

于“钻凿”问题叙述尤详。1988年张秉权《甲骨文与甲骨学》出版[60]，在第四节专论

“骨卜习惯的考证”中，也详述了骨卜的整个过程。1984年，台北故宫博物院张光远发表

《从实验中探索晚商甲骨材料整治与卜刻的方法》[61]，发表了其复原商代卜骨的实验过
程与结果，其中对灼法的实验作了详细的介绍。在有关甲骨整治的研究中，对钻凿形态的
研究近年来尤受到学者们的重视，这除了因为钻凿是实施占卜的必要条件外，更是由于学
者们发现不同时期、不同类组的卜骨（甲）有着不同的钻凿形态。这显然可以作为甲骨分

类、断代的依据之一。1974年许进雄《卜骨上的凿钻形态》一书出版（艺文印书馆）。

1979年又出版了《甲骨上钻凿形态的研究》（艺文印书馆），对前书有所增减，根据董作

宾五期分法考察不同期甲骨不同型之钻凿形态，肯定＠⑨组卜辞属文武丁时代。书末附

500多片甲骨钻凿形态插图可资利用。1984年刘渊临《卜用甲骨上攻制技术的痕迹之研

究》出版（台北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作者研究了二三十年代小屯1至15次发掘出土的
全部卜骨与部分背甲、腹甲（含小屯南地出土品），对攻制技术痕迹（含钻凿形态）作了
详细记录，并附大量图像，其研究成果极为宝贵。惟刘氏对甲骨只记录贞人（无贞人记称
谓），未分组分类，钻凿形态亦未能依考古类型学方法分型式，故概括钻凿形态演进特点
稍嫌笼统。 

  研究钻凿形态的最新成果是1983年出版的《小屯南地甲骨》下册第三分册《小屯南地
甲骨的钻凿形态》，此书按考古类型学方法对小屯南地甲骨钻凿作了系统的分析，将凿形
制分为六型，各型下还有式的分划，并且对六型凿作了分期（以王世划分）。书中并附有

背面钻凿较完整的甲骨323片。彭裕商《殷墟甲骨断代》一书曾在“历组卜辞的钻凿形
态”一节中对小屯南地甲骨钻凿诸型式间的演变关系发表了与《小屯南地甲骨》不同的意
见，通过钻凿形态进一步论证了历组卜辞时代应提前的看法。 

  商人占卜术中有“习卜”与“三卜”制，宋镇豪曾有论文专门论述这两种制度，认为
习卜是指对一件具体事多次因袭占卜，时间上叉开，故同版卜日不同而卜数、事类相同的
卜辞即属此，其目的是力图求得上帝的意态与人王意愿统一。另有一次性的“卜用三
骨”，属异版同辞，“元卜”、“右卜”、“左卜”为此制之表现。文章特别指出，三卜
中“元卜”为商王所卜，三卜制作用在于使人们将对自然世界的神灵崇拜转化为对人王之

绝对服从[62]。文章从论占卜制引申到王权与神权的关系，很有新意。 

  丁ｓù＠(12)的《殷贞卜之格式与贞辞允验辞之解释》一文[63]，结合卜辞实例探讨殷
人如何由卜兆定是否之法。认为卜兆兆枝向上为是，向下为非，平出为无定，兆不明曰

“不8/V命”（按：一释“不玄冥”）。至于卜兆有长短粗细、分歧与否等形状，有可能是
判断凶吉之根据，但不可确知。丁氏研究的这一问题不唯关系占卜之法，更关系到对卜辞
内容的把握，故此文得出的结论与研究方法非常值得重视。 

  多年来，甲骨学界根据《说文解字》对“贞”字的解释（“贞，卜问也”），将命辞

理解为问句。1972年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吉德炜(David N.Keightley)在《释贞——商

代贞卜本质的新假设》[64]一文中否定命辞是疑问句，认为命辞乃是“一有关未来的陈述

命题”，是宣示某种“意图”或“预见”，释“贞”为“正”，即正之。1974年华盛顿大

学舒＠(13)也主张命辞非问句，释“贞”为“正”或“定”，义近于检验、校正[65]。
1982年斯坦福大学的倪德卫(Davd S.Nivison)、1983年芝加哥大学的夏含夷(Edward 
L.Shaughnessy)皆有文章讨论此问题[66]，与吉德炜意见相近。由于这个问题涉及对卜辞

内涵的正确理解，1987年安阳国际商文化学术讨论会上对此问题曾展开过热烈的讨论。裘

锡圭为此在会上提交了《关于殷墟卜辞的命辞是否问句的考察》的论文[67]，认为只有带
疑问语气词的句子才可以确定是问句，同时指出汉语中常有句末不设疑问语气词的问句，
而且命辞中可能存在这样的词句，但可以确定的不多，同样可以确定不是问句的命辞也不
多。由此可知，裘氏这篇论文虽然否定了美国学者的一些看法，但同时在命辞的性质上也
提出了一些与传统认识不同的见解。 

  （五）甲骨文商史研究 

  殷墟甲骨文自刊布于世不久，即已被学者运用于商史研究。1904年孙诒让著《契文举
例》即在正文中设置“鬼神”、“官氏”、“方国”、“典礼”诸章，表明他已深知甲骨
文对商代社会历史与思想文化研究的重要性。孙氏此书问世较晚，对古史学界较早发生影

响的是1910年罗振玉的《殷商贞卜文字考》，罗氏将“正史家之遗失”作为本书主旨之
一，第一章即“考史”，考“殷之都城”与“帝王之名谥”，兼及祭祀、田猎等问题。王
国维《殷卜辞所见先公先王考》在证实与修订《殷本纪》商王世系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



他还利用甲骨文去考证商代礼制、政治制度及都邑迁徙，从而奠定了科学的甲骨文商史研
究的基础。故郭沫若云：“我们要说殷墟的发现是新史学的开端，王国维的业绩是新史学

的开山，那是丝毫也不算过分的。”[68] 

  自王国维之研究开始至今，殷墟甲骨文研究已极大地促进了商史研究，涉及这一研究
领域内的许多方面。限于篇幅，下面仅扼要概述其中几个重要问题的研究状况，重点放到
近年来一些新收获、新见解上。 

  1.商王位继承制与王室结构 

  王国维做学问以考证精湛见长，但他于1917年所作《殷周制度论》[69]却是一篇高屋
建瓴的概括性极强的论文。他从三点说明了商周文化与制度之差异。第一点是立子立嫡之
制，认为商人继承制以弟及为主，而以子继辅之，无弟然后传子。至周始有传子之制、嫡
庶制。王氏有此说，自然是本于他用殷墟甲骨文订正了《殷本纪》商王世系后获得的新认

识。因为自汤始17世商王中，有9世是兄弟相传，其中弟继兄者14位。问题是，这在当时
确是一种被遵奉的王位继承制，还是一种囿于客观形势所采取的权宜措施。当代学者中多
有支持王氏这一看法的，如认为这样大比例的弟及不可能是“变例”，只是虽以兄终弟及
为主，但兄弟同辈，且必有传完之日，所以必要辅以父子相传。同时又认为王氏商人无嫡

庶制之说不合事实，正是因为惟嫡子才能承继王位，故弟及最多亦不过4人[70]。更有学者
细致分析了此种制度之演变与消亡的过程，指出汤至南庚一段，弟死后传兄子。阳甲至祖

甲则已是弟死后传弟子，表现出父死子继制逐渐加强[71]。这种对王氏之说的补论与订
正，使兄终弟及为定制之说愈加合理化。但近年来也有相当一部分学者否认此为一种定
制，认为当时的制度应是“子继为常，弟及为变”，只有在王无子或有子尚年幼或不肖情
况下，才采取兄终弟及为补充形式。故一般情况下，一世之中至多只有一二位兄弟相继即

位，待子辈已及青壮年时必传位于子辈[72]。这种说法实际上是强调当时承继王位者必须
是成年且有能力者。如确有此原则，则“兄终弟及”在商代早中期的流行也可视为是为了
贯彻这一原则而酿成的习惯。但商王位继承总的趋势是传子则是可以肯定的。在卜辞中可
以看到身为时王之弟从不为曾是先王的兄立宗庙（卜辞中称“宗”），显然是每一位在世
的商王皆将王位看成是其父王给予的权力，在观念上重视父死子继的制度。此外，从《左
传》等典籍中亦可看到，古代王（君）位继承即使有一定原则，但时王（君）本人的意
愿、好恶也常会造成权力继承方面的一些变异，这种因素在研究商王位继承制时也是应该
注意的。 

  与商王位继承制密切相关的是商王室结构问题。1963年哈佛大学教授张光直的论文

《商王庙号新考》发表[73]。张氏依据甲骨卜辞重新审视《殷本纪》商王世系，否定古今
学者对商王以十干为谥的诸种解释（即皆以庙号为偶然选择的结果），认为商王庙号在世
系中的出现是有规则的，即十干中甲、乙、丁、庚、辛占六分之五，甲或乙与丁隔世代出
现：同世兄弟诸王间，甲或乙与丁或辛不同时出现；祀典中先王与其配偶庙号均不同。基
于上述现象，张氏对商王室结构作出了一种全新的解释：商王室同为子姓，然分为两组
（亲群）及若干小组。十干之庙号只是对这些亲群的分类。两个大组之一，包括甲、乙、
戊、己，以名甲乙者最多，另一大组包括丙、丁、壬、癸，以名丁者最多。此甲乙组与丁
组为子姓王室内政治势力最大的两支，隔代轮流执政。他认为商王室内部实行内婚制，
甲、乙与丁两大组每隔一世行父方交表婚制，并由此解释王妣未有乙丁庙号之缘故。 

  由于历史原因，张氏之说在70年代后期才为大陆多数学者了解，但当时对日本与港台
学者影响甚大，不少学者或发挥其观点或提出质疑。大陆研究者迄今尚少有人正面讨论张

氏提出的商王室结构问题，而将主要力量放在讨论张氏所提出的日名制问题[74]。张氏的
看法有较多的假设成分，如他自己所言，此说欲成立，首先非要假设殷王世系中的“父
子”，全非亲父子，子皆是甥。此外，他的看法建立在将日名制视为商王室亲群分类方法
的基础上，但实际上日名制并不限于商王室，而是在商人诸宗族内较普遍流行的一种亲属
制度，如果认为商王室依十干分组，则也要认为其他非王室的商人宗族内部都有如此复杂
的亲属制度，这是较费解的。尽管如此，张氏的新见还是给予商史研究以较大的影响，其
贡献是应该肯定的。 

  2.商王国的政体及国家结构形式 

  通过殷墟甲骨文资料与田野考古资料相结合进行商王国的政体与国家结构形式的研
究，直接关乎对中国早期国家的形态特征与中国国家形成之类重要问题的了解。从殷墟卜
辞中可以看到王的地位非常突出，整个殷墟王室卜辞皆是专门服务于王的贞卜机构按照王
的意志进行占卜的记录，王对下属臣民使用“呼”、“令（命）”等词语，显然是国家最

高主宰者。1957年胡厚宣《释“余一人”》论文发表[75]，指出卜辞中所见商王自称“余



一人”，与《尚书·盘庚》篇盘庚自称“予一人”同；并征引文献说明“余一人”实质上是

一种至高无上，唯我独尊的称谓，是专制君主的口吻。50年代至80年代初，在有关商史的

论著中，商王国是专制政体的看法曾被多数学者所接受。但在80年代中叶后，有的学者利
用甲骨文资料论说商代的神权与王权的关系，对商王国的政体性质提出新的看法。如晁福
林在其先后发表的文章中提出，商代王权虽有专制独裁因素，但要受三种势力的制约，这
三种势力是方国联盟、神权（体现在贞人权力上）、族权（子姓族众权力），因此呈现某
种原始民主的色彩。文章指出，从甲骨文中可见武丁至廪辛时，贞人多为各部族首领，故
族权成为神权之后盾，贞人可以利用占卜权力左右王朝军政大事，限制王权的发展。廪辛
至帝辛时期，贞人由王室人员担任，祭祀也偏重于祖先，王权遂得以加强，王权与神权之

争以王权取胜而结束[76]。 

  商代的王权是否会受到贞人占卜权力的制约，涉及王与贞人（贞人集团）的关系。早

在1936年，陈梦家在论说商代巫术时即提出商代“由巫而史，而为王者的行政官吏；王者

自己虽为政治领袖，同时仍为群巫之长”[77]。贞人如属于广义上的巫，则必须听命于

王。1979年张秉权亦曾发表过意见，否认贞人有制约权，因为虽然王的行动要通过占卜由
神的意志来决定，但事实上“代表神说出话来的，还是群巫的领袖，也就是当时的国

王”。卜辞中的“王占曰”即是王代表神说话[78]。1987年发表的孙晓春的论文亦认为当

时宗教神权始终未能成为独立于专制王权以外的政治力量[79]。 

  从殷墟卜辞资料看，贞人事实上正是代替王来进行贞问的，占卜机关确是王朝的下
属，而且王常常作为判定卜兆吉凶、是否的“占者”。所以如果说贞人能有独立于王权外
的较大权力，以至于在一个阶段内能左右军政大事，还需要从卜辞中找到更坚实的根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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